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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生育态度和行为的低估抑制了 

Z 世代未生育个体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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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体的生育意愿不仅受到各种宏微观客观因素的影响, 同样也受到个体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主观感知的

影响。研究 1 (N = 904)显示, 个体通常低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和行为, 而这一低估反过来抑制了自身的生育意愿。

研究 2a (N = 210)和 2b (N = 210)通过操纵被试的主观感知验证了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低估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

的因果关系。研究 3 (N = 220)的结果显示, 生育效能和责任感知可较好地解释上述发现, 其中生育效能的作用更

大。研究 4 的元分析(N = 1544)表明, 个体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低估以及这种低估对自身生育意愿的影响均具有

小到中等的效应量。上述结果表明, 运用社会规范方法来纠正人们的错误认知从而提升生育意愿可为现有政策提

供额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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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呈现持续下跌趋势, 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总和生育率仅为 1.28, 比 5

年前下降 30%, 远低于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Wilson, 

2004)。2022 年我国更是出现了 61 年来首次人口负

增长。郭志刚(2017)指出, 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

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

的一孩生育率已从 2010 年的 0.725 下降至 2021 年

的 0.52, 而作为未来的生育主力军, 年轻人的生育意

愿普遍偏低(周国红 等, 2021)。这意味着未生育群

体的低生育意愿已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个体的生育意愿往往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包

括微观层面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马志越, 王

金营, 2020), 以及宏观层面的经济环境、生育政策

和生育文化等(王军, 王广州, 2016; 吴莹 等, 2016; 

Adsera, 2011)。然而, 生育不仅是一个个体或家庭

决策问题, 还是一个社会决策问题, 例如个体的生

育决策往往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 包括相似他人的

生育态度或生育行为(黄君洁, 2023; Balbo & Barban, 

2014)。这意味着个体对他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的主观认知可能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

一, 然而这一因素在现有文献中仍少有关注。在此

背景下, 本文旨在探究: (1)人们如何感知他人的生

育态度和行为? (2)这种主观感知是否以及如何影

响自身生育意愿? (3)如何解释对他人生育态度/行

为的主观感知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本文

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 通过 5 个研究较为完整地

考察了上述问题, 并给出了初步答案, 从而为目前

的生育研究文献提供有益补充。 

1.1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国内外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可分为微

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 研究者探讨了

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

位, 以及兄弟姐妹人数、住房面积、家庭收入、父/

祖辈支持等客观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靳永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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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马志越, 王金营, 2020;王军, 王广州, 2016; 

张晓青 等, 2016; Ciritel et al., 2019; Novelli et al., 

2021), 而对主观因素的探讨主要围绕性别偏好、宗

教信仰、养老观念等展开(侯佳伟 等, 2014; 卢海阳 

等 , 2017)。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环境

(Adsera, 2011)、生育政策(王军, 王广州, 2016)以及

社会保障和服务(李婉鑫 等, 2021; Rindfuss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22)等因素。 

现有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预设了理性人视角, 在

这种视角下个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独立地做出

生 育 决 策 , 边 际 孩 子 合 理 选 择 理 论 (Leibenstein, 

1957)、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Becker & Lewis, 

1973)或财富流理论(Caldwell, 2005)是主流理论的

代表。然而, 作为一种社会性物种, 人类个体的决

策通常受到他人影响, 这种影响也被称为社交影响

(social influence) (Sammut & Bauer, 2021), 包括他

人行为和他人态度的影响(Cialdini et al., 1991)。事

实上, 自 Asch (1955)以及 Deutsch 和 Gerard (1955)

的开创性研究以来, 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探讨社交

影响在个体决策中的作用, 并证实了无论在相对简

单的实验室任务中(Asch, 1955; Shank et al., 2019), 

还是在复杂的真实社会决策中, 如亲环境行为(陈

思静 等, 2021; Chen et al., 2022)、防疫措施(Chen 

et al., 2021)、健康饮食(Lally et al., 2011)、安全驾

驶(Geber et al., 2021)等, 社交影响都是一种不可忽

略的重要因素。目前也存在若干证据支持社交影响

在生育决策中的作用, 例如, 黄君洁(2023)的研究

表明个体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兄弟姐妹生育意愿的

影响, 而 Balbo 和 Barban (2014)则指出朋友的生育

行为增加了个体自身生育的可能性。本文立足于社

交影响理论(Sammut & Bauer, 2021), 系统性地考

察了人们如何感知他人的生育态度/行为, 以及这

种感知又如何反过来影响自身生育决策, 从而为现

有理论的完善和生育政策的制定贡献来自心理学

的见解。 

1.2  主体间认知(intersubjective cognition) 
现有生育研究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主要

关注影响生育意愿的客观因素而较少探讨个体的

主观认知。然而, 大量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表

明对个体决策影响更大的是人们对客观事实的主

观认知而非客观事实本身(Fiske & Taylor, 2013)。有

关社会阶层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说服力的

例子: 研究者发现, 相较于收入、教育或职业等阶

层的客观指标, 个体对自身阶层的主观定位能更好

地预测其行为决策(孙庆洲 等, 2023; Chen et al., 

2023; Piff et al., 2010)。遵循这一社会认知的视角, 

本文主要考察个体对他人态度/行为的主观认知而

非他人态度/行为本身在自身生育决策中的影响。有

学者将个体对他人态度/行为的认知称为主体间认

知(Chiu et al., 2010; Wan, Chiu, Peng, & Tam, 2007; 

Wan, Chiu, Tam, et al., 2007)。主体间认知理论认为

人 们 往 往 将 主 体 间 认 知 视 为 一 种 主 体 间 现 实

(intersubjective reality), 并基于这种现实做出相应

的决策(Chiu et al., 2000)。 

相关文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个体能否准确

地判断他人的态度或行为? 目前有相当多的证据

显示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例如, 研究者发现人们很

难准确判断他人乐于助人的程度 (Zhao & Epley, 

2022)、亲社会行为对接受者的积极影响(Kumar & 

Epley, 2022)、他人的环保行为(Chen et al., 2022)、

他 人 对 环 保 政 策 的 支 持 力 度 (Sparkman et al., 

2022) 、 在 疫 情 中 他 人 对 防 疫 措 施 的 遵 守 程 度

(Graupensperger et al., 2021), 等等。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对他人行为或态度的认知不仅仅是错误的, 而

且还表现出一种系统性的偏差 : 出于自利性偏见

(Dempsey et al., 2018), 人们倾向于高估他人消极

行为/态度的发生程度, 而低估他人积极行为/态度

的普遍性(Haines & Spear, 1996)。大量研究证实了

这 种 错 误 认 知 在 众 多 领 域 中 普 遍 存 在 ( 综 述 见 : 

Blanton et al., 2008)。那么在生育决策中是否也存在

类似错误的主体间认知呢? 目前尚无研究系统考

察这一问题, 然而若干间接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推

理。首先, Eriksson 等(2020)发现, 生育行为和亲社

会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 而与自私显著地负

相 关 ; 其 次 , 在 一 篇 影 响 深 远 的 论 文 中 , Folbre 

(1994)指出, 孩子应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 换言之, 

和上文提及的亲环境行为、遵守防疫措施等行为类

似, 生育的成本往往由个体承担, 但却给社会整体

带来了利益。考虑到这两点, 我们有理由认为生育

是一种积极行为。因此, 基于 Blanton 等(2008)的结

论, 本文假设人们系统性地低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

或行为。 

1.3  主体间认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主体间认知理论认为 , 不管对他人态度/行为

的认知是否正确, 它都能对个体自身的行为产生显

著影响(Chiu et al., 2010)。主体间认知会影响行为, 

是因为这些认知对个人具有重要的认识功能(Chiu 

et al., 2000), 对集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协调功能(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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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0)。不仅正确的认知可被视为一种社会现

实 , 从而影响我们的信念和行动(Sparkman et al., 

2022), 错 误 的 认 知 同 样 可 能 引 导 人 们 的 决 策

(Larimer & Neighbors, 2003; Rimal & Lapinski, 

2015)。来自不同行为领域的研究表明, 当主体间认

知存在偏差时 , 它不仅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 , 

且影响方向与偏差方向一致(Blanton et al., 2008)。

举例来说, 低估他人的利他行为会减少自身的利他

行为(杨莎莎, 陈思静, 2022; Ganz et al., 2020), 而

高估他人对酗酒或性侵的接受度会增加自己过量

饮 酒 或 性 侵 的 可 能 性 (Berry-Cabán et al., 2020; 

Prentice & Miller, 1993)。我们在上文中假设人们普

遍低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行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

一步假设这种低估反过来抑制了自身的生育意愿。 

1.4  主体间认知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两种可解释

主体间认知影响生育意愿的潜在机制: 有关生育的

自我效能(下简称生育效能)和责任感知。就效能感

而言, Bandura (1977)提出了替代性经历(vicarious 

experience)这一概念, 并指出对他人行为的观察与

感知可影响个体的效能感, 后续大量研究证实了这

一观点(Stok et al., 2014; Stout et al., 2020; Walker 

et al., 2011)。Sparkman 和 Walton (2019)也指出, 当

人们看到相似他人在某项任务上失败时, 他们会推

断自己也无法胜任该任务。就本文主题而言, 我们

推测低估他人的生育行为或态度降低了自己的生

育效能。另一方面, 效能感对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样

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Sheeran et al., 2016), 因此, 

我们假设生育效能可部分解释错误认知对生育意

愿的影响。其次 , 就责任感知而言 , Jacobson 等

(2011)指出, 对他人行为/态度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

引导个体对社会压力的判断, 具体而言, 如果个体

认为某个行为是普遍的或者是大部人都赞成的, 那

么他/她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责任表现出相应的行为, 

从而避免受到惩罚; 相反的情况则降低了个体的责

任感知, 并抑制了相应的行为。换言之, 通过使自

己的行为与他人保持一致可增加自身行为的道德

性与合理性(Schlag et al., 2015)。目前确实有证据显

示对他人行为和态度的感知可影响个体的责任感, 

并进一步影响自身的行为意向(Habib et al., 2021)。

基于上述推理, 本文假设责任感知部分解释了错误

认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1.5  研究概览 

本文共包括 5 个研究。前 4 个研究验证以下假

设: (1)个体倾向于低估他人的生育态度/行为(假设

1; 研究 1, 2a, 2b &3); (2)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低

估反过来抑制了自身的生育意愿(假设 2; 研究 1, 

2a, 2b & 3); (3)生育效能中介了对他人生育态度/行

为的低估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假设 3; 研究

3); (4)责任感知中介了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低

估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假设 4; 研究 3)。研

究 4 为单文章元分析(single-paper meta-analysis), 

集中探讨了关键结果的效应量问题。本文主要关注

Z 世代群体1的生育意愿, 这是因为青年生育意愿

的下降是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关键因素(郭志刚, 

2013; 郭志刚, 2017)。为保证样本量的合适性, 我

们在研究 1 和研究 3 中使用 G*Power 3.1 (Faul et al., 

2007)计算了在实际样本量下可检测到多大的效应

量 , 而在研究 2a 和 2b 中 , 在数据收集前使用

G*Power 3.1 来确定样本量。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测

量、操纵、数据剔除和剔除标准以及所使用统计分

析工具均已在后文中详细报告。在所有研究开始前, 

我们均已取得全体被试的知情同意书。 

2  研究 1: 低估他人生育态度和行
为对自身生育意愿的影响 

2.1  被试 

我们在 2023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11 日期间通过

在线平台“见数”共发放 1, 000 份问卷。剔除那些年

龄在“Z 世代”所涵盖范围(18~28 岁)之外, 以及未能

全部通过两项注意力检验题(1. 以下哪个城市是中

国首都? 2. 今天是星期几?)的被试后, 最终得到有

效问卷 904 份。全体被试年龄在 18~28 岁之间, 平

均年龄 M = 23.86 岁, SD = 2.62 岁, 其中女性被试

占 68.47%, 未生育被试2占 81.31%。事后敏感度分

析显示: 假设 α = 0.05, 功效为 95%, 样本量 904 可

为配对样本 t 检验(双尾)检测到 d = 0.13 的效应量; 

为单样本 t 检验(双尾)检测到 d = 0.12 的效应量; 此

外,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 我们分样本检验了主体间

认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未生育群体中, 样本量

n = 735, 共包含 9 个变量(2 个预测变量和 7 个控制

变量), 可检测到效应量 f2 = 0.03; 在已生育群体中, 

样本量 n = 169, 共包含 10 个变量(2 个预测变量和

                                                           
1 Z 世代一般指出生于 1995 年到 2009 年之间的个体, 但考虑到

出生于 2006 年及以后的个体尚未成年, 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

年满 18 到 28 周岁之间的个体, 即出生于 1995 年到 2005 年之

间的 Z 世代。 
2 未生育被试是指既没有过生育经历也没有怀孕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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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控制变量), 可检测到效应量 f2 = 0.15。 

2.2  变量 

首先, 参考以往文献(陈卫, 张玲玲, 2015; 侯

佳伟 等, 2014), 我们向被试简要解释了什么是理

想子女数和总和生育率(详见网络版补充材料), 并

告知被试本次调查对象为出生于 1995 年及以后的

成年人。然后, 我们要求被试写下一个整数来表明

自己的理想子女数, 同时, 被试还需估计参与本次

调查的其他被试的理想子女数。此外, 我们要求被

试估计和 2021 年相比, 中国在 2022 年的总和生育

率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被试可从–100%到 100%之

间选择一个具体的数字。我们用理想子女数和总和

生育率分别作为生育态度和生育行为的测量指标。

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 尽管有研究者将理想子女

数作为生育意愿的代理变量(侯佳伟 等, 2014), 但

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 有关理想子女数的调查问题

实质上所测量的并非生育意愿, 而是人们的生育态

度, 即对“在理想条件下拥有多少个孩子是合适的”

这一问题的主观评判, 数量越高表明对生育的态度

越积极(风笑天, 2017; 张丽萍, 王广州, 2015; 郑真

真, 2014); 因此, 本文采用理想子女数作为测量生

育态度的指标。其次, 出于以下考虑, 我们选择了

总和生育率变化而非生育率本身作为生育行为的

指标: (1)有证据显示对他人行为变化的感知可以显

著影响自身行为(Sparkman & Walton, 2019), 这种

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对静态行为的感知(Sparkman & 

Walton, 2017); (2)大量文献探讨了对他人静态行为

感知的影响(如: Chen et al., 2022; Palacios et al., 

2022; Prentice & Miller, 1993), 但对动态感知的研

究却相对匮乏, 而由于存在有关生育率变化的客观

统计数据, 这就为探测个体是否能准确感知动态变

化提供了客观基础和绝佳机会; (3)在生育态度中, 

我们测量了被试的静态感知, 而在生育行为中我们

测量了被试的动态感知, 如果我们通过两种范式得

到了相似的结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文结

论的普遍性。 

我们用自己编制的生育意愿量表测量了被试

的生育意愿, 参照 Zhu 和 Hong (2022)的定义, 本文

中生育意愿指的是个体在有足够动机的情况下生

育子女的意向 , 不同于包含价值判断的生育态度

(什么是好的?), 生育意愿主要聚焦于生育行为的

行动意向(打算怎么做?)。量表有两个版本, 分别针

对未生育群体和已生育群体, 两个版本均包含 7 个

题项, 回答计分范围为“1 = 完全不同意; 5 = 完全 

同意”。针对未生育群体的典型题项为“我期待有一

天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孩”; 针对已生育群体的典型

题项为“我计划在未来某个时期再生一个孩子”。详

见网络版补充材料。题项平均分代表了被试的生育

意愿, 分值越高说明生育意愿越强烈。控制变量包

含被试的性别(1 = 男; 2 = 女)、年龄、教育程度(1 = 

初中及以下; 6 = 博士)、年收入(1 = 5 万元及以下; 

7 = 50 万元以上)、婚恋状况(以单身为参照, 生成恋

爱和结婚共 2 个虚拟变量3)、自身兄弟姐妹数量以

及已生育子女数量(仅针对已生育被试)。 

2.3  结果和讨论 

首先针对生育意愿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未生育群体和已生育群体生育意愿量表的 KMO 值

分别为 0.947 和 0.932, 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

(未生育: 2 = 5752.10, df = 21, p < 0.001; 已生育: 

2 = 1015.78, df = 21, p < 0.001), 表明本研究的生

育意愿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显

示, 上述两个量表均包含 1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分别可解释 81.81%和 75.66%的变异, 且因子载荷

均大于 0.83。接着, 借助 Mplus 8.3 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 参考焦丽颖等(2019)的做法, 使用修正指

数(modification index)进行模型修订, 在删除未生

育群体生育意愿量表中的第 2 个题项“为人父母是

我所追求的”和已生育群体生育意愿量表中的第 5

个题项“再生一个小孩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后, 量表

结构效度良好(见表 1)。最后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

信度分析, 结果显示: 不论是针对未生育群体的量

表(Cronbach’s α = 0.96)还是针对已生育群体的量

表(Cronbach’s α = 0.94), 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

性。根据 Ajzen (1991)的计划行为理论, 态度和意

愿之间存在紧密的正相关, 因此我们以自身理想子

女数为校标, 计算生育意愿量表的校标效度后发现, 

两者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见表 2)。综上所述, 研究 1

最终使用的生育意愿量表拥有较高的信效度水平, 

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可以用于后续分析。 
 

表 1  生育意愿量表修订前后的模型拟合指数 

样本 版本 2 df 2/df CFI TLI RMSEA SRMR

未生育
修订前 128.83 14 9.20 0.980 0.970 0.106 0.017

修订后 36.42 9 4.05 0.994 0.991 0.064 0.009

已生育
修订前 32.46 14 2.32 0.982 0.973 0.088 0.020

修订后 13.20 9 1.47 0.995 0.991 0.053 0.016

                                                           
3 事实上, 婚恋状况中共包含 5 个选项: 1 = 单身, 2 = 恋爱, 3 = 

已婚, 4 = 离异, 5 = 其他; 但研究 1 不存在选择 4 和 5 的被试, 

因而仅生成 2 个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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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1 理想子女数(自身) 1.80 0.54  
 

   

2 理想子女数(他人) 1.71 0.53 0.44*** 
[0.38, 0.50] 

   

3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10.92 16.46 0.19*** 
[0.13, 0.25] 

0.19*** 
[0.13, 0.25] 

  

4 生育意愿(未生育) 3.65 1.07 0.35*** 
[0.28, 0.42] 

0.22*** 
[0.14, 0.29] 

0.24*** 
[0.16, 0.31] 

 

5 生育意愿(已生育) 3.99 0.92 0.32*** 
[0.15, 0.48] 

0.14 
[−0.08, 0.33] 

0.26*** 
[0.13, 0.37] 

— 

注: 理想子女数(自身)、理想子女数(他人)和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样本量 N = 904; 生育意愿(未生育)的样本量 n = 735; 生育意愿

(已生育)的样本量 n = 169; 生育意愿(未生育)和生育意愿(已生育)之间无相关系数; *** p < 0.001 

 

研究 1 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如

表 2 所示, 其中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通过 Bootstrap

抽样 5000 次得到。 

首先检验被试是否低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针

对总体被试的配对样本(N = 904) t 检验显示, 被试

对他人理想子女数的估计(M = 1.71, SD = 0.53)显

著低于他人实际的理想子女数(M = 1.80, SD = 0.54) 

(t(903) = −5.17, p < 0.001, d = −0.17, 95% CI [−0.13, 

−0.06]), 即个体倾向于低估同龄人的实际生育态度, 

这部分验证了假设 1。我们进一步以参与此次调查

全体被试的平均自身理想子女数(M = 1.80)为依据, 

针对未生育和已生育被试分别进行了单样本 t 检

验。针对未生育被试来说, 他们仍然显著低估了大

多数人的理想子女数(n = 735, M 他人 = 1.66, SD 他人 = 

0.55; t(734) = −7.08, p < 0.001, d = −0.26, 95% CI 

[−0.18, −0.10]); 但已生育被试则高估了这一数值

(n = 169, M 他人 = 1.92, SD 他人 = 0.38; t(168) = 4.23, 

p < 0.001, d = 0.33, 95% CI [0.07, 0.18])。 

其次检验被试是否低估了他人的生育行为。针

对总体被试的单样本(N = 904)t 检验显示, 被试对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估计 (M = −10.92, SD = 

16.46)显著低于实际的变化幅度4(t(903) = −7.16, p 

< 0.001, d = −0.24, 95% CI [−5.00, −2.85]), 即被试

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 这进一

步验证了假设 1。分别针对未生育被试(n = 735, M = 

−12.76, SD = 15.71)和已生育被试(n = 169, M = 

−2.92, SD = 17.28)进行单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未生育被试对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仍然持悲观态度

(t(734) = −9.94, p < 0.001, d = −0.37, 95% CI [−6.90, 

−4.63]), 而已生育被试对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估

                                                           
4 2021 年总和生育率为 1.15, 而 2022 年总和生育率为 1.07, 变

化幅度约为−7%。 

计虽仍为负值, 但显著高于实际值(t(168) = 3.07, p = 

0.002, d = 0.24, 95% CI [1.46, 6.71])。 

进一步检验个体对他人生育态度和生育行为

的估计如何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以生育意愿为结

果变量, 以对他人生育态度(理想子女数)和生育行

为(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估计为预测变量, 以性

别、年龄、教育程度、年收入、婚恋状况(恋爱、

已婚)、兄弟姐妹数量和子女数量(仅针对已生育被

试)为控制变量, 对未生育和已生育被试分别进行

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针对未生育被试

的回归结果显示, 对他人生育态度(β = 0.15, B = 

0.30, SE = 0.07, t = 4.57, p < 0.001, 95% CI [0.17, 

0.43])和行为(β = 0.17, B = 0.01, SE = 0.002, t = 4.99, 

p < 0.001, 95% CI [0.01, 0.02])的估计均显著正向预

测个体自身的生育意愿, 这意味着人们越是低估他

人的生育态度与生育行为, 自身的生育意愿就越低, 

这验证了假设 2。相较于男性, 女性的生育意愿更

低(β = −0.23, B = −0.54, SE = 0.08, t = −6.74, p < 

0.001, 95% CI [−0.69, −0.38]); 婚恋状况为恋爱(β = 

0.19, B = 0.41, SE = 0.08, t = 5.44, p < 0.001, 95% CI 

[0.26, 0.56])和已婚(β = 0.19, B = 0.68, SE = 0.14, t = 

4.94, p < 0.001, 95% CI [0.41, 0.96])的个体, 会比单

身个体拥有更强的生育意愿; 年龄、教育程度、年

收入和兄弟姐妹数量对未生育群体生育意愿的影

响不显著。针对已生育被试的回归结果则有所不同: 

首先, 对于已生育被试而言, 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

计仍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的生育意愿(β = 0.24, 

B = 0.01, SE = 0.004, t = 3.06, p = 0.003, 95% CI 

[0.005, 0.02]), 但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所产生的

影响不显著(β = 0.08, B = 0.19, SE = 0.19, t = 0.97, p 

= 0.333, 95% CI [−0.19, 0.56]); 其次, 所有的控制

变量对已生育被试生育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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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理想子女数(他人)和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对自身生育意愿的回归分析 

变量 
结果变量: 生育意愿(未生育) 结果变量: 生育意愿(已生育) 

β t LLCI ULCI β t LLCI ULCI 

预测变量         

理想子女数(他人) 0.15*** 4.57 0.17 0.43 0.08 0.97 −0.19 0.56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17*** 4.99 0.01 0.02 0.24** 3.06 0.005 0.02 

控制变量         

性别 −0.23*** −6.74 −0.69 −0.38 −0.08 −1.10 −0.44 0.13 

年龄 0.04 0.96 −0.02 0.05 −0.02 −0.22 −0.11 0.09 

教育程度 −0.06 −1.90 −0.25 0.004 0.06 0.70 −0.17 0.36 

年收入 0.01 0.33 −0.08 0.11 0.06 0.75 −0.08 0.19 

恋爱 0.19*** 5.44 0.26 0.56 0.06 0.56 −0.90 1.61 

已婚 0.19*** 4.94 0.41 0.96 0.14 1.23 −0.35 1.53 

兄弟姐妹数量 0.04 1.28 −0.03 0.12 0.15 1.94 −0.003 0.26 

子女数量     −0.05 −0.62 −0.48 0.25 

Adj-R2 0.21 0.07 

注: ** p < 0.01, *** p < 0.001。 

 

意味着这两类个体面对生育问题时可能遵循不同

的决策模式。 

最后, 我们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并

得到了与上文一致的结果。检验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剔除控制变量; 二是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省份虚

拟变量, 控制省份层面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可观

测因素的影响(卿石松, 2019); 三是考虑到总和生

育率变化幅度范围较大, 存在部分过大或过小的估

计值, 因此我们对其进行了 1%的双边缩尾处理后

重新纳入回归模型(李涛 等, 2021)。回归结果详见网

络版补充材料中表 S1~S3。我们注意到, 表 3 中针

对未生育群体的回归模型显示, 调整后的 R2 为 0.21, 

而当我们在模型中加入省份虚拟变量后, 调整后的

R2 并未改变, 仍为 0.21 (详见网络版表 S2); 针对已

生育群体的回归模型在未加入省份虚拟变量时, 调

整后的 R2 为 0.07, 但在加入省份虚拟变量后则上升

至 0.10 (详见网络版表 S2)。这意味着影响未生育和

已生育群体生育意愿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 个体层

面的因素, 例如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感知, 以

及性别、婚恋状况等, 更容易对未生育被试的生育

意愿产生影响; 而地区层面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

素则对已生育被试的生育意愿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 研究 1 针对未生育群体的分析结果

较好地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 而针对已生育群体

的结果部分支持假设 2。总体上, 人们系统性地低

估了同龄人的生育态度, 以及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低估主要存在于未生育群体

中。就主体间认知影响生育意愿而言, 研究 1 发现, 

对于未生育被试而言, 低估的生育态度和生育行为

会进一步抑制个体自身的生育意愿; 而对于已生育

被试而言, 高估他人生育态度并不会显著提升自身

的生育意愿, 而高估他人生育行为则促进了自身生

育意愿。 

目前, 有相当证据表明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

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郭志刚, 2013; 郭志刚, 

2017): (1)贺丹等(2018)基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

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 2006~2016 年出生人口

中一孩占比从 54.7%下降至 37.0%; (2)张翠玲等

(2021)基于国家卫健委互联互通出生人口数据的分

析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 即 2015~2020 年一孩出生

占比从 52.6%下降至 43.0%; (3)《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 2022》则显示, 总和生育率中的一孩生育

率也从 2010 年的 0.725 跌至 2021 年的 0.52。因此, 

考察育龄人群的一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本

文的关键目标, 本文后续研究所涉及被试均为未生

育个体。由于研究 1 已生育被试数量相对较少, 且

我们未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纳入已生育群体, 因而

上述针对已生育群体的发现属于探索性质, 供未来

研究参考。 

3  研究 2a: 低估他人生育态度抑制
生育意愿的实验性检验 

研究 2a 的目标在于操纵被试对他人生育态度

的感知, 从而克服研究 1 的局限性, 即主要依赖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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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的调查数据, 以此验证是否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支持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

的因果关系。 

3.1  被试 

研究 2a 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独立样本 t 检

验、配对样本 t 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我们根据

样本量要求较高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来确定样本量。

使用软件 G*Power 3.1 进行的功效分析显示, 取中

等效应量 d = 0.50,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在每组

105 名被试的情况下能达到 95%的统计检验力。由

于存在 2 组独立样本, 我们通过“问卷星”平台在

2023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1 日期间共招募了 210 名

未曾有过生育经历的被试。被试年龄平均年龄 M = 

23.29 岁, SD = 2.68 岁, 女性占 70.00%。 

3.2  设计、变量与程序 

研究 2a 采用单因素二水平被试间设计: 提示

低估组和提示高估组。我们参考了规范研究中的实

验范式 (陈思静  等 , 2021; Larimer & Neighbors, 

2003), 通过向被试反馈相关信息来操纵被试对他

人生育态度(以理想子女数作为指标)的感知。因变

量为生育意愿(Cronbach’s α = 0.95), 用研究 1 中的

生育意愿量表测量。我们测量了被试的理想子女数, 

并让他们估计其他被试的理想子女数, 方法和研究

1 类似。具体如下: 实验开始后, 被试首先需要回

答自身的理想子女数, 并估计其他被试的理想子女

数。随后, 我们将其随机分入提示低估组和提示高

估组: (1)提示低估组的被试被告知, 根据先前一项

调查所得到的结果, 他们很有可能低估了他人的理

想子女数; (2)提示高估组的被试则得到相反的反

馈。接着, 被试根据得到的反馈调整原先的估计。

完成上述步骤后, 我们测量被试的生育意愿, 并记

录相关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同研究 1)。 

3.3  结果与讨论 

首先借助配对样本(N = 210) t 检验, 考察实验

干预前被试是否低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 结果与研

究 1 保持一致(M 他人 = 1.66, SD 他人 = 0.51; M 自身 = 

1.80, SD 自身 = 0.57; t(209) = −3.12, p = 0.002, d = 

−0.22, 95% CI [−0.22, −0.05]), 这再次验证了假设 1。

其次确保分组的随机性, 针对提示低估组(n = 105, 

M 他人 = 1.66, SD 他人 = 0.53; M 自身 = 1.79, SD 自身 = 

0.51)和提示高估组(n = 105, M 他人 = 1.67, SD 他人 = 

0.49; M 自身 = 1.80, SD 自身 = 0.63)操纵前的生育态度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不论是自身的理

想子女数(t(208) = −0.12, p = 0.904, BF01 = 6.60), 

还是对他人理想子女数的估计(t(208) = −0.13, p = 

0.893, BF01 = 6.59), 两组被试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用 JASP 0.14.1 计算了相应的贝叶斯因子, 有中等

程度的证据支持零假设(胡传鹏 等, 2018)。接着, 

进行操纵有效性检验, 结果显示: 实验干预使得提

示低估组被试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有了显著的

提升(M = 2.60, SD = 0.78; t(104) = 13.45, p < 0.001, 

d = 1.31, 95% CI [0.80, 1.08]), 提示高估组则恰好

相反(M = 1.04, SD = 0.65; t(104) = −11.18, p < 0.001, 

d = −1.09, 95% CI [−0.74, −0.52]), 总体来说, 干预

后提示低估组被试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显著高

于提示高估组(t(201.42) = 15.78, p < 0.001, d = 2.18, 

95% CI [1.37, 1.76])。 

针对提示低估组和提示高估组的生育意愿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提示低估组(M = 3.97, 

SD = 0.86)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提示高估组(M = 

3.65, SD = 1.05), t(200.26) = 2.36, p = 0.019, d = 

0.33, 95% CI [0.05, 0.5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 即个体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越悲观 , 

自身的生育意愿也就越低, 假设 2 得到了进一步的

验证。以实验干预后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为预测

变量, 以生育意愿为结果变量, 在控制了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等 7 个控制变量后(同研究 1), 结果仍

然显示, 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能够正向预测个体

的生育意愿(β = 0.18, B = 0.17, SE = 0.06, t = 2.81, 

p = 0.005, 95% CI [0.05, 0.29])。最后, 我们进一步

检验了提示类型是否能够通过改变被试对他人生

育态度的估计从而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以提示类

型为预测变量(提示低估组 = 1; 提示高估组 = 2), 

提示后被试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为中介变量, 生

育意愿为结果变量, 同时在模型中纳入上述控制变

量, 在 stata 16.0 中使用 sgmediation 命令进行了中

介效应分析(Bootstrap N = 5000), 结果显示: 总效

应(effect = −0.26, SE = 0.13, 95% CI [−0.51, −0.01])

与间接效应 (effect = −0.27, SE = 0.14, 95% CI 

[−0.54, −0.01]) 均 显 著 为 负 , 但 直 接 效 应 不 显 著

(effect = −0.01, SE = 0.17, 95% CI [−0.32, 0.35]), 即

告知被试其高估了他人的生育态度可以通过降低

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 从而降低生育意愿。 

4  研究 2b: 低估他人生育行为抑制
生育意愿的实验性检验 

根据以往研究(陈思静 等, 2021; Ch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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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对他人态度和行为的感知可能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自身行为(意向)。研究 2a 为他人生育态度感知

对自身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实验证据, 研究 2b

则考察他人生育行为感知对生育意愿是否也有类

似的影响, 从而提高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和普遍性。 

4.1  被试、设计、变量与程序 

研究 2b 和研究 2a 基本类似, 除了我们不再让

被试报告自身和其他被试的理想子女数, 而是代之

以对中国在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总和生育率变化

的估计(估计范围: 从−100%到 100%), 以此作为他

人生育行为感知的代理变量。研究 2b 的被试为 210

名未生育被试, 通过“问卷星”平台在 2023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期间招募, 被试年龄平均年龄 M = 

23.02 岁, SD = 2.48 岁, 女性占 67.62%。 

4.2  结果与讨论 

首先借助单样本(N = 210)t 检验, 考察实验干

预前被试是否低估了他人生育行为, 结果与研究 1

保持一致(M = −13.47, SD = 17.84; t (209) = −5.25, 

p < 0.001, d = −0.36, 95% CI [−8.89, −4.04]), 这再

次验证了假设 1。其次确保分组的随机性, 针对提

示低估组(n = 105, M = −14.68, SD = 20.21)和提示

高估组(n = 105, M = −12.26, SD = 15.11)操纵前的

他人生育行为估计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两组被试不存在显著差异(t(192.61) = −0.98, p = 

0.327, BF01 = 4.23), 用 JASP 0.14.1 计算了相应的

贝叶斯因子, 有中等程度的证据支持零假设(胡传

鹏 等, 2018)。接着, 进行操纵有效性检验, 结果显

示: 实验干预使得提示低估组被试所估计的他人生

育行为有了显著提升(M = 4.70, SD = 23.11; t(104) = 

11.26, p < 0.001, d = 1.10, 95% CI [15.97, 22.79]), 

提示高估组则恰好相反(M = −24.62, SD = 20.99; 

t(104) = −10.01, p < 0.001, d = −0.98, 95% CI 

[−14.81, −9.91]), 总体来说, 干预后提示低估组被

试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计显著高于提示高估组 , 

t(208) = 9.63, p < 0.001, d = 1.33, 95% CI [23.32, 

35.33]。 

针对提示低估组和提示高估组的生育意愿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提示低估组(M = 3.89, 

SD = 0.90)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提示高估组(M = 

3.60, SD = 1.11), t(199.64) = 2.10, p = 0.037, d = 

0.29, 95% CI [0.02, 0.5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计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即个体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计越低, 自

身的生育意愿也就越低, 假设 2 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验证。以实验干预后对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估计

为预测变量, 以生育意愿为结果变量, 在控制了性

别、年龄、教育程度等 8 个控制变量后(由于存在

婚恋状况为离异的被试, 因而增加了 1 个虚拟变

量), 结果仍然显示 , 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计能够

正向预测个体的生育意愿(β = 0.30, B = 0.01, SE = 

0.002, t = 4.72, p < 0.001, 95% CI [0.01, 0.02])。最后,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提示类型是否能够通过改变被

试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计从而影响自身的生育意

愿。以提示类型为预测变量(提示低估组 = 1; 提示

高估组 = 2), 提示后被试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计

为中介变量, 生育意愿为结果变量, 同时在模型中

纳入上述控制变量, 在 stata 16.0 中使用 sgmediation

命令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 N = 5000), 结

果显示: 总效应(effect = −0.27, SE = 0.13, 95% CI 

[−0.51, −0.01])与间接效应(effect = −0.34, SE = 0.10, 

95% CI [−0.55, −0.17])均显著为负, 但直接效应不

显著(effect = −0.08, SE = 0.16, 95% CI [−0.22, 

0.40]), 即告知被试其高估了他人的生育行为可以通

过降低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估计, 从而降低生育意愿。 

5  研究 3: 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的
中介作用 

研究 3 则旨在考察主体间认知-生育意愿这种

关系背后的心理机制 , 为此我们引入两个中介变

量——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 并检验了“对他人生

育态度/行为的估计→责任感知/生育效能→生育意

愿”这一中介模型。 

5.1  被试 

我们通过在线网络平台“见数”进行了 3 轮次的

追踪调查, 每轮调查的间隔时间为两周, 具体的问

卷发放时间分别为 2023 年 7 月 22 日、8 月 5 日和

8 月 19 日。第 1 轮共发放 300 份问卷, 剔除不符合

年龄要求和未能完全通过注意力检验(1. 以下哪个

城市是中国首都? 2. 今天是星期几?)的被试后, 最

终得到有效问卷 285 份。随后每轮调查仅针对上轮

调查中的有效被试, 第 2 轮和第 3 轮调查分别得到

有效问卷 242 份和 220 份。220 名完整接受了调查

的被试平均年龄 M = 23.51 岁, SD = 2.62 岁, 其中

女性被试占 66.36%。采用 G*Power 3.1 进行的事后

敏感性分析表明, 以多元回归(包含预测变量 2 个、

中介变量 2 个和控制变量 12 个)进行计算, 在显著

性水平 α = 0.05, 功效为 95%的情况下, 最终样本

可检测到的效应量为 f2 =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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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变量和程序 

研究 3 的预测变量为个体对于他人生育态度和

生育行为的估计, 结果变量为生育意愿, 测量方式

与研究 1 一致。中介变量包括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

前者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 Wu 和 Yang (2018)以及

Reese 和 Jacob (2015)对于环境责任的测量, 共计 6

个题项, 例如“生育子女是我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 

“生育子女是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计分范围为

“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后者则改编自一

般自我效能量表(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 

(Schwarzer & Jerusalem, 1995), 典型题项包括“只

要我付出努力, 就可以解决生育子女过程中的大多

数问题”和“我认为自己可以胜任养育孩子的任务”, 

计分范围为“1 = 完全不同意; 4 = 完全同意”。取各

自的平均分作为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的指标, 分值

越高, 说明责任感知/生育效能越强烈。详见补充材

料。此外, 考虑到生育文献对收入、住房等社会经

济因素的高度关注(如: 王军, 王广州, 2016; Adsera, 

2011; Hanappi et al., 2017; Vignoli et al., 2013), 我

们在研究 1 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被试对于自身

收入、工作/受教育情况、住房条件、健康状况, 以

及婚姻状况的控制感, 计分范围为“1 = 完全无法

控制; 5 = 完全可以控制”。我们希望明确: (1)上述

因素是否能够影响 Z 世代青年的生育意愿; (2)在控

制这些潜在影响因素后 , 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

估计是否仍然能够显著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参考

Restubog 等(2011)和 van Zoonen 等(2023)的研究, 

我们在第 1 轮调查中测量了控制变量和预测变量, 

第 2 轮调查中测量了中介变量, 在第 3 轮调查中测

量了结果变量。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姜平, 张丽华, 2021)。 

5.3  结果和讨论 

5.3.1  初步分析 

首先考察追踪调查中被试流失的随机性。以被

试是否完整接受调查为结果变量(1 = 完整接受 3

轮调查; 0 = 仅接受第 1 轮调查), 以第 1 轮调查测

量的理想子女数(自身)、理想子女数(他人)、总和

生育率变化幅度这 3 个关键变量, 以及人口统计学

变量和控制感为预测变量, 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

结果显示, 3 个关键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ps = 

0.345~0.748), 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控制感的回归系

数也不显著(ps = 0.052~0.844)。这在很大程度上表

明被试的流失是随机的, 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

影响。 

接着针对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量表进行因子

分析, 具体步骤如下。第一, 对上述量表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量表的 KMO 值

分别为 0.914 和 0.908, 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

(责任感知: 2 = 1696.00, df = 15, p < 0.001; 生育效

能: 2 = 858.46, df = 15, p < 0.001), 表明研究 3 的

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

分析的结果显示, 上述两个量表均包含 1 个特征值

大于 1 的因子, 分别可解释 84.58%和 68.01%的变

异, 且因子载荷均大于 0.74。第二, 使用 Mplus 8.3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参考焦丽颖等(2019)的做法, 

借助修正指数进行模型修订: 如表 4 所示, (1)在删

除第 3 个题项“为我的家庭传宗接代, 是我必须承

担的责任”和第 6 个题项“生小孩是每个健康的成年

人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后, 责任感知量表结构

效度良好; (2)生育效能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无需修

订。第三, 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显

示: 不论是责任感知量表(Cronbach’s α = 0.95)还是

生育效能量表(Cronbach’s α = 0.91), 均具有较高的

内部一致性, 且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的相关系数显

著为正, 详见表 5。上述结果说明研究 3 最终使用

的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量表拥有较高的信效度水

平, 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表 4  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量表修订前后的模型拟合指数 

变量 版本 2 df 2/df CFI TLI RMSEA SRMR

责任感知 修订前 61.69 9 6.85 0.969 0.949 0.156 0.018

修订后 1.36 2 0.68 1.000 1.002 < 0.001 0.004

生育效能 无需修订 14.85 9 1.65 0.993 0.989 0.052 0.019

 

最后对研究 3 拟使用的量表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具体而言 , 参考范兴华等 (2018)和王丹等

(2022)的研究, 我们通过比较单因子模型(方法因子)

和四因子模型(生育意愿、责任感知、生育效能和控

制感)的拟合指数来判断是否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结果显示, 四因子模型(χ2 = 282.81, df = 

183, χ2/df = 1.55, CFI = 0.973, TLI = 0.969, RMSEA = 

0.050, SRMR = 0.055)的拟合指数显著优于单因子

模型(χ2 = 1045.34, df = 189, χ2/df = 5.53, CFI = 

0.769, TLI = 0.743, RMSEA = 0.144, SRMR = 0.090) 

(Δχ2 = 762.53, Δdf = 6, p < 0.001), 可认为不存在明

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5.3.2  正式分析 

研究 3 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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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理想子女数(自身) 1.72 0.61  
 

    

2 理想子女数(他人) 1.61 0.65 0.47*** 
[0.34, 0.59] 

    

3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14.58 18.39 0.23*** 
[0.11, 0.35] 

0.16* 
[0.02, 0.29] 

   

4 责任感知 3.72 1.72 0.41*** 
[0.29, 0.51] 

0.24*** 
[0.10, 0.36] 

0.27*** 
[0.15, 0.39] 

  

5 生育效能 2.74 0.73 0.31*** 
[0.15, 0.45] 

0.29*** 
[0.15, 0.43] 

0.27*** 
[0.16, 0.38] 

0.71*** 
[0.63, 0.78] 

 

6 生育意愿 3.60 1.13 0.38*** 
[0.23, 0.52] 

0.23*** 
[0.08, 0.38] 

0.25*** 
[0.13, 0.37] 

0.73*** 
[0.66, 0.79] 

0.77*** 
[0.69, 0.83] 

注: N = 220; * p < 0.05, *** p < 0.001。 

 
表 5 所示, 其中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通过 Bootstrap

抽样 5000 次得到。 

首先检验被试是否仍然低估了他人的生育态

度和生育行为。配对样本(N = 220) t 检验显示, 被

试对他人理想子女数的估计(M = 1.61, SD = 0.65)

显著低于他人实际的理想子女数(M = 1.72, SD = 

0.61) (t(219) = −2.60, p = 0.010, d = −0.18, 95% CI 

[−0.20, −0.03]), 即个体低估了同龄人实际的生育

态度。单样本(N = 220)t 检验的结果则显示, 被试对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估计 (M = −14.58, SD = 

18.39)显著低于实际的变化幅度(t(219) = −6.11, p < 

0.001, d = −0.41, 95% CI [−10.02, −5.13]), 即被试

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上述结

果与研究 1、研究 2a 以及研究 2b 保持一致。 

接着, 借助逐步回归检验“对他人生育态度/行

为的估计→责任感知/生育效能→生育意愿”这一中

介模型。表 6 展示了回归模型的主要回归系数。结

果显示, 在控制潜在混淆因素后: (1)对他人生育态

度(β = 0.19, B = 0.33, SE = 0.10, t = 3.26, p = 0.001, 

95% CI [0.13, 0.53])和行为(β = 0.18, B = 0.01, SE = 

0.004, t = 3.05, p = 0.003, 95% CI [0.004, 0.02])的估

计仍然显著正向预测自身的生育意愿, 这与研究 1

保持一致; (2)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估计越积极, 个体

对于生育子女的责任感知(β = 0.16, B = 0.43, SE = 

0.15, t = 2.96, p = 0.003, 95% CI [0.14, 0.72])和生育

效能(β = 0.25, B = 0.28, SE = 0.07, t = 4.21, p < 

0.001, 95% CI [0.15, 0.41])也越高; (3)对他人生育

行为的估计同样和责任感知(β = 0.18, B = 0.02, SE = 

0.01, t = 3.24, p = 0.001, 95% CI [0.01, 0.03])以及生

育效能(β = 0.18, B = 0.01, SE = 0.002, t = 3.04, p = 

0.003, 95% CI [0.003, 0.01])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4)当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同时加入预测变量和中介

变量后, 仅中介变量责任感知(β = 0.37, B = 0.24, 

SE = 0.04, t = 6.00, p < 0.001, 95% CI [0.16, 0.32])和

生育效能(β = 0.48, B = 0.75, SE = 0.09, t = 8.37, p < 

0.001, 95% CI [0.57, 0.93])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预测变量的回归系数则不再显著。这也意味着责任

感知和生育效能在上述模型中起到了主要的中介

作用。我们在补充材料表 S4 中详细报告了 M1~M4

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

个体对于自身收入状况、工作或受教育情况、住房

条件、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的控制感和 Z 世代群体

的生育意愿之间并无明显关系。这一发现似乎有悖

于直觉, 我们将在总讨论中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表 6  逐步回归对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LLCI ULCI

M1 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数(他人) 0.19** 3.26 0.13 0.53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18** 3.05 0.004 0.02

M2 责任感知 理想子女数(他人) 0.16** 2.96 0.14 0.72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18** 3.24 0.01 0.03

M3 生育效能 理想子女数(他人) 0.25*** 4.21 0.15 0.41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18** 3.04 0.003 0.01

M4 生育意愿 理想子女数(他人) 0.01 0.27 −0.12 0.16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03 0.64 −0.003 0.01

  责任感知 0.37*** 6.00 0.16 0.32

  生育效能 0.48*** 8.37 0.57 0.93

注: ** p < 0.01, *** p < 0.001。 

 

我们借助 Mplus 8.3 计算了上述模型的中介效

应(Bootstrap N = 5000), 并对包含控制感/不包含控

制感的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进行了对比。其中责任

感知、生育效能和生育意愿均为潜变量。结果显示, 

不含控制感的中介模型(χ2 = 296.30, df = 218, χ2/df = 

1.36, CFI = 0.978, TLI = 0.974, RMSEA =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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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R = 0.032)在拟合指数上显著优于包含控制感

的模型(χ2 = 489.12, df = 284, χ2/df = 1.72, CFI = 

0.944, TLI = 0.933, RMSEA = 0.057, SRMR = 0.093) 

(Δχ2 = 192.82, Δdf = 66, p < 0.001)。这再次说明了控

制感并非生育意愿的有效预测因子。表 7 呈现了在

不包含控制感的模型中,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的占比情况(标准化后); 图 1 则展示了该模型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具体而言: (1)对他人生育态度

和行为的估计可对自身生育意愿起到正向预测作

用, 两者的总效应大致相等, 且均可通过责任感知

和生育效能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 (2)在“生育态度

(他人)→责任感知/生育效能→生育意愿”的路径中, 

责任感知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 27.66%, 生育效能

的间接效应占比则为 69.15%; (3)在“生育行为(他人)

→责任感知/生育效能→生育意愿”的路径中, 责任

感知和生育效能的间接效应占比分别为 38.14%和

59.79%。上述结果意味着, 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

低估主要是通过降低个体的生育效能来抑制生育

意愿, 尽管责任感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表 7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比情况 

预测变量 效应类型 Effect SE LLCI ULCI

生育态度 

(他人) 
(0.19**) 

直接效应 0.005 0.04 −0.07 0.08

间接效应(责任感知) 0.05* 0.02 0.02 0.09

间接效应(生育效能) 0.13** 0.04 0.07 0.20

生育行为 

(他人) 
(0.19***) 

直接效应 0.004 0.04 −0.06 0.07

间接效应(责任感知) 0.07** 0.03 0.03 0.12

间接效应(生育效能) 0.12** 0.04 0.06 0.18

注: 生育态度(他人)是指对他人理想子女数的估计, 生育行为

(他人 )是指对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估计 ; 预测变量括号下

方的数值为该路径的总效应;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6  研究 4: 单文章元分析 

虽然本文对生育态度和生育行为的测量方式

在 4 项研究中均保持一致, 但这些研究开展时间不

同, 样本量与被试平均年龄等也存在差异。因此我

们借助单文章元分析对下列核心发现进行稳健性检

验(McShane & Böckenholt, 2017), 结果显示: (1)就

被试对他人生育态度和行为的估计而言, 合并后的

效应量 d 分别为−0.18 (95% CI [−0.23, −0.13], z = 

−6.47, p < 0.001)和−0.33 (95% CI [−0.44, −0.22], z = 

−5.87, p < 0.001), 这意味着总体而言被试低估了同

龄人的生育态度以及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 而根据

Cohen (1988)提出的标准, 即 d = 0.20 表示小效应

量, d = 0.50 表示中等效应量, d = 0.80 表示大效应

量, 个体对他人生育态度的低估属于小效应量, 而

对他人生育行为的低估则位于小效应量和中等效

应量之间。这一结果表明, 对于本文涉及的 1544

名 Z 世代青年而言, 他们虽然显著低估了同龄人的

生育态度与生育行为, 但这种低估相对较小(尤其

是对生育态度的低估, 其效应量的绝对值小于 0.20

的小效应量)。如果可以在这种低估进一步扩大之

前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控制, 或许能够很大程度上

减缓生育意愿的下降趋势。(2)对他人生育态度(β = 

0.16, 95% CI [0.11, 0.21], z = 6.23, p < 0.001))和生

育行为(β = 0.20, 95% CI [0.15, 0.25], z = 7.88, p < 

0.001)的估计与自身生育意愿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 这说明低估他人的生育态度和行为会降

低自身的生育意愿, 根据 Peterson 和 Brown (2005)

给出的效应量转换公式将上述标准回归系数 β转换

为 r 值, 得到生育态度和生育行为的效应量 r 分别

为 0.21 和 0.25, 均位于小效应量和中等效应量之间

(小效应量: r = 0.10; 中等效应量: r = 0.30; 大效应 
 

 
 

图 1  中介模型的路径系数 
注: 虚线表示路径系数不显著;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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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r = 0.50) (Cohen, 1988)。上述结果意味着本文的

核心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7  总讨论 

宋健和郑航(2021)指出,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

的放宽, 生育自主权已逐步回归家庭和个体, 然而

生育水平却依然偏低,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成为了社

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同于主要关注

客观因素的现有研究 , 本文从社会认知取向出发 , 

立足于社交影响理论探讨了未生育个体对社会生

育氛围的感知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身的生

育意愿, 从而导致低生育氛围的进一步形成。本文

的 5 个研究为上述推测提供了较为稳健的肯定性证

据。本文分析表明, 尽管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

偏低, 但人们的感知比现实更为悲观, 即人们不仅

低估了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也对同龄人的生育

态度持消极看法, 而这两个因素又反过来抑制了人

们自身的生育意愿, 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这在一

定程度上回应了包括宋健和郑航(2021)在内的人口

学者的疑问。对潜在心理机制的分析表明, 对他人

生育态度/行为的低估一方面削弱了个体有关生育

的效能感(我能做到吗? ),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是否

应该将生育作为一种责任来承担的感知(我必须这

么做吗? )。两个因素相结合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

对生育氛围的错误认知抑制了自身的生育意愿。 

尽管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心理因素在生育决

策中的影响(如: 万丰华, 陈思静, 2024; 耿晓伟 等, 

2020; 邢采 等, 2019), 现有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

在性别、收入、教育、家庭环境、经济政策、社会

结构等宏微观客观因素上(如 : 靳永爱  等 , 2016; 

马志越 , 王金营 , 2020; 宋健 , 郑航 , 2021; 王军 , 

王广州, 2016; 吴莹  等 , 2016; 张晓青 等 , 2016; 

Adsera, 2011; Ciritel et al., 2019; Novelli et al., 2021), 

这些研究一方面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生育决策及

其影响因素的了解, 但另一方面, 即便我们对这些

因素有了充分的认识, 像家庭环境、社会结构等因

素仍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遑论性别、年龄等无法

干预的个体生理因素。相反, 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

研究可为政策干预提供一种切实可行且成本低廉

的切入点。事实上, 通过纠正个体的偏差性认知从

而促使个体行为朝着有益方向改变是规范心理学

中的一个研究热点, 并且研究者已发展出一套相对

成熟的干预策略(Perkins, 2003), 即社会规范方法

(social norms approach)。社会规范方法的理论前提

是人们对他人行为/态度的主体间认知通常表现出

系统性偏差, 而这种偏差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消极

影响; 通过向人们提供有关他人行为/态度的正确

信息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认知偏差从而对行为产生

积极影响(Blanton et al., 2008)。本文结果显示, 人

们确实对他人的生育态度/行为持有错误认知 , 这

意味着社会规范方法同样可应用于对生育意愿的

干预。有大量实践性研究证实了这一干预策略的有

效性(Allcott, 2011; Ferraro & Price, 2013)。需说明

的是, 目前社会规范方法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亲环境

行为和健康行为,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这

种方法推广至其他领域, 例如, 陈思静等(2021)发

现恰当运用社会规范方法可有效减少人们在外出

就餐中的食物浪费; Bursztyn 等(2020)在沙特开展

的研究显示, 社会规范方法可提高伊斯兰社会对女

性外出工作的支持度, 并且这种影响可持续相当长

时间。尽管本文并未开展干预性研究, 但本文结果

表明, 生育意愿是符合实施社会规范方法的前提条

件的, 而有关这一方法的众多研究结论也让我们在

一定程度上对这一方法提升生育意愿的效果持乐

观态度。 

社会规范方法的核心手段是向目标群体提供

有关他人行为/态度的准确信息 , 研究者设计了两

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种是由权威部门自上而

下地向目标群体展示某种规范性信息, 如美国北达

科他州立大学的校园反酒精运动曾采用这种方法

向学生表明酗酒并没有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普遍和

受欢迎(Blanton et al., 2008); 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

规范性对话让目标群体在与相似他人的对话中了

解真实信息(Prentice & Miller, 1993; Shank et al., 

2019)。这两种方法均能有效改变目标群体的行为。

就生育意愿而言, 政策制定者可通过合理的方法来

广泛调查中国民众的生育态度/行为 , 并通过权威

媒体发布调查结果, 本文结果显示, 这将有助于改

变人们对生育氛围过度悲观的感知, 从而提升自身

生育意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媒体中可能存在

的信息茧房(Cinelli, 2021), 当然, 即便不考虑生育

水平问题, 打击社交媒体中的虚假信息也已成为一

个全球性问题(van Lange & Rand, 2022); 在社交媒

体中过度渲染“生育焦虑”或“生育恐慌”尽管可能并

不属于虚假信息, 但大量此类信息会形成信息茧房, 

从而扭曲人们对他人生育态度/行为的认知 , 而这

种错误认知将对自身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消极

影响。因此, 更科学、有效地管理社交媒体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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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助于打造“清朗网络环境”, 还可在一定程度上

纠正人们对生育氛围的过度悲观感知。另一个方法

是政府部门可不定期组织未生育群体与已生育群

体的交流会, 正如 Schroeder 和 Prentice (1998)对酗

酒的研究以及 Shank 等(2019)对合作的研究所证实

的那样, 规范性对话这种简单的方法往往可以产生

良好的结果。 

本文的另一发现是人们对健康、收入、婚姻、

工作和住房等方面的控制感并不能预测人们的生

育 意 愿 , 这 似 乎 有 悖 于 现 有 研 究 , 例 如 Adsera 

(2011)、Vignoli 等(2013)以及 Hanappi 等(2017)均发

现就业形势、失业风险感知、预期收入和住房条件

均能影响生育意愿。如何理解这一矛盾? 我们提出

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可能和被试有关。本文主

要通过在线平台招募被试, 而有研究者指出此类被

试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偏高(陈思静 等, 2022), 这

可能导致控制感的变异太小, 无法对结果变量产生

显著影响。第二种解释是经过了多年严格的计划生

育政策, 少生可能已经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社会

规范, 低生育水平和收入、就业形势等社会经济因

素之间的关联可能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紧密。

有一定证据支持这一解释: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

新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

讨会上指出, 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是文

化观念而非生活成本; 杨宝琰和吴霜(2021)的研究

同样表明, 70 后到 90 后的生育价值观正逐渐由“生

育成本约束”转变为“幸福价值导向”。当然, 我们绝

非质疑改善居民收入、保障更公平分配等经济政策

对提升生育水平的积极作用, 而是指出, 仅仅依靠

经济端发力可能不足以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产生理

想效果, 配合其他成本更为低廉的社会政策如纠正

人们对生育氛围的感知、促进未生育群体与已生育

群体之间的交流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尽管取得了若干有意义的结果, 本文仍然存在

不足和局限。首先, 本文在检验心理机制时采用了

测 量 中 介 变 量 的 设 计 (measurement-of-mediation 

design), 尽管它也能为我们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提

供宝贵信息(Shrout & Bolger, 2002), 但无法在中介

变量与自变量及因变量之间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

(Bullock & Green, 2021), 因而未来研究可采用实

验因果链设计(experimental-causal-chain design)或

内隐中介分析(implicit-mediation analysis)来验证本

文结论(Spencer et al., 2015), 这将极大地提升我们

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的理解。其次, 本

文结论主要基于 Z 世代中的未生育个体, 因此, 在

将本文结论推广至其他群体时仍需谨慎, 在背景更

为多样化的群体中验证本文发现将有助于提升其

说服力。第三, 尽管本文探讨了主体间认知影响生

育意愿的潜在机制, 但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发展出

系统性的偏差认知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Dempsey

等 (2018) 提 出 了 若 干 解 释 , 包 括 基 本 归 因 谬 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虚假一致性 (false 

consensus)和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 上述

解释是否同样可应用于生育领域以及哪一种解释

最为合适? 这仍需未来研究者进一步探索。最后,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在研究 1 中得到了若干关于已

生育群体的结果, 例如已生育群体高估了同龄人的

生育态度和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 且针对育龄人群

生育行为的高估会进一步增加已生育群体生育二

孩乃至三孩的生育意愿, 这大致与目前的社会现状

相符合。但由于研究 1 仅含 169 名已生育被试, 且

我们没有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招募已生育被试, 因而

上述结论只能作为一个探索性分析。未来研究可以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已生育和未生育群体之间

的差异, 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机制, 这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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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fertility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analyzing objective factors at macro and 

micro levels, such as gender, age, income, family relationship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at 

impact an individual’s fertility intentions. However, an often overlooked yet equally significant factor lies in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climate surrounding fertility. This factor encompass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fertility displayed by similar others. This article presents five studies from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aimed at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How do individuals perceive the fertility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others? (2)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manner does this perception influence an individual’s 

own fertility intentions? (3) How can we explain this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comprising five studies that focus on individuals born 

between 1995 and 2005. In Studies 2a, 2b, and 3, we specifically targeted childless individuals. The key 

variables under examination included perceptions of fertility attitudes, operationalized as individuals’ judgments 

of the desired family size; perceptions of fertility behaviors, proxied by individuals’ judgments of the magn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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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ange in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 from 2021 to 2022;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measured using a scale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s. Study 1 involved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ith 904 participants, of which 735 had 

never given birth. The primary aim of Study 1 was to gain initial insights into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 the 

attitudes/behaviors of others and how these perceptions relate to their own fertility intentions. Studies 2a and 2b 

utilized experimental designs to establish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fertility 

attitudes/behaviors and one’s own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contrast, Study 3, a three-round longitudinal survey, 

sough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fertility efficacy and 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could explain the observed 

relationships. Lastly, Study 4 represents a single-paper meta-analysis that focuses on effect sizes for the key 

findings derived from the studies in this paper. 

    The main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hildless participants consistently displayed a 

tendency to underestimate others’ fertility attitudes/behaviors, whereas participants who had given birth in Study 

1 exhibited an overly optimistic view of others’ fertility attitudes/behaviors. (2) The underestimation of others’ 

fertility attitudes/behaviors had a consistent suppressive effect on participants’ own fertility intentions. (3) Overly 

pessimistic views of others’ fertility attitudes/behavior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articipants’ fertility efficacy in 

successfully pursuing fertility, as well as their perception of fertility as a famil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oth 

of these factors, in turn, contributed to a reduction in fertility intentions, with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efficacy being 

more pronounced. (4) Notably, all key findings exhibited effect sizes ranging from small to moderate, 

highlighting the nuanced nature of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abov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irst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erceptions of the social climate regarding fertilit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an individual’s fertility decisions. 

Consequently, solely focusing on objective factors may not yiel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cate 

processes influencing fertility decisions, thereby bridging a gap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econdly,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a social norms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biased perceptions of others’ attitudes/behaviors 

toward fertility. By doing so, this approach contributes to bolster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presenting a valuable 

complement to current policies that primarily emphasize economic factors. 

Keywords  fertility intentions, social influence, intersubjective cognition, fertility efficacy, perceived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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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研究 1 

生育态度和行为的测量题项 

理想子女数-自己: 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 您认为一般家庭理想的孩子数量是(请填写整数): _____个 

理想子女数-他人: 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 请您估计一下, 参加此次调查的大多数人(18~28 岁的年轻

人)认为一般家庭理想的孩子数量是(请填写整数): _____个 

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的含义是: 每名育龄妇女在现有生育水平下渡过整个育龄期(15~49 岁)所生育的孩子个

数。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15, 可以理解为: 平均来说, 2021 年每名育龄妇女在现

有生育水平下渡过整个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量是 1.15 个。请您在此基础上估计一下, 相较于 2021 年, 在 2022 年这一

数字变化了多少? (从−100% ~ 100%选择一个数字表示变化比例) 

 

生育意愿量表 

针对未生育群体: 1 = 完全不同意; 5 = 完全同意 

1. 我愿意在某个时期生孩子。 

2. 为人父母是我所追求的。(注: 从最终分析中删除) 

3. 生孩子是我人生计划的一部分。 

4.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 

5. 我希望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拥有自己的孩子。 

6. 展望未来,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位父亲/母亲。 

7. 我期待有一天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孩。 

针对已生育群体: 1 =完全不同意; 5 =完全同意 

1. 我计划在未来某个时期再生一个孩子。 

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想要再生一个小孩。 

3. 我期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为家庭添加新成员。 

4. 如果有机会, 我想要再次成为父母。 

5. 再生一个小孩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注: 从最终分析中删除) 

6. 我期待着再次迎来宝宝的出生。 

7. 我渴望为我和我的家庭带来新的生命。 

 

补充分析：稳健性检验 

 
表 S1  研究 1 稳健性检验(删去控制变量) 

变量 
结果变量: 生育意愿(未生育) 结果变量: 生育意愿(已生育) 

β t LLCI ULCI β t LLCI ULCI 

预测变量         

理想子女数(他人) 0.19*** 5.24 0.23 0.50 0.09 1.11 −0.16 0.58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21*** 5.87 0.01 0.02 0.24** 3.08 0.004 0.02 

Adj-R2 0.09 0.06 

注：**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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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2  研究 1 稳健性检验(增加省份虚拟变量) 

变量 
结果变量：生育意愿(未生育) 结果变量：生育意愿(已生育) 

β t LLCI ULCI β t LLCI ULCI 

预测变量         

理想子女数(他人) 0.15*** 4.24 0.15 0.42 0.12 1.42 −0.12 0.71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17*** 5.01 0.01 0.02 0.20* 2.22 0.001 0.02 

控制变量         

性别 −0.23*** −6.78 −0.71 −0.39 −0.10 −1.20 −0.51 0.12 

年龄 0.03 0.79 −0.02 0.05 0.02 0.26 −0.09 0.12 

教育程度 −0.07 −1.94 −0.27 0.002 0.02 0.24 −0.27 0.35 

年收入 0.02 0.41 −0.08 0.12 0.10 1.17 −0.06 0.23 

恋爱 0.19*** 5.38 0.27 0.57 −0.02 −0.20 −1.50 1.22 

已婚 0.19*** 4.80 0.41 0.98 0.03 0.25 −0.85 1.09 

兄弟姐妹数量 0.04 1.19 −0.03 0.12 0.22* 2.28 0.03 0.36 

子女数量     0.01 0.07 −0.41 0.44 

Adj-R2 0.21 0.10 

注: * p < 0.05, *** p < 0.001, 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已省略。 

 
表 S3  研究 1 稳健性检验(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的双边缩尾处理) 

变量 
结果变量：生育意愿(未生育) 结果变量：生育意愿(已生育) 

β t LLCI ULCI β t LLCI ULCI 

预测变量         

理想子女数(他人) 0.15*** 4.54 0.17 0.43 0.08 0.97 −0.19 0.56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17*** 5.10 0.01 0.02 0.24** 3.02 0.005 0.02 

控制变量         

性别 −0.23*** −6.72 −0.69 −0.38 −0.08 −1.07 −0.44 0.13 

年龄 0.04 0.96 −0.02 0.05 −0.01 −0.15 −0.11 0.09 

教育程度 −0.06 −1.91 −0.25 0.004 0.05 0.66 −0.17 0.35 

年收入 0.01 0.32 −0.08 0.11 0.06 0.76 −0.08 0.19 

恋爱 0.19*** 5.46 0.26 0.56 0.08 0.71 −0.80 1.71 

已婚 0.19*** 4.92 0.41 0.95 0.13 1.21 −0.36 1.52 

兄弟姐妹数量 0.04 1.29 −0.03 0.12 0.15 1.96 −0.001 0.27 

子女数量     −0.05 −0.59 −0.48 0.26 

Adj-R2 0.21 0.07 

注: ** p < 0.01, *** p < 0.001。 

 

研究 3 

责任感知量表 

1 =完全不同意; 7 =完全同意 

1. 生育子女是我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 

2. 生育子女是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3. 为我的家庭传宗接代, 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注: 从最终分析中删除) 

4. 生育子女是成年人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 

5. 为家族传宗接代是每个人应负的责任。 

6. 生小孩是每个健康的成年人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注: 从最终分析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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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效能量表 

1 =完全不同意; 4 =完全同意 

1. 如果我有孩子, 我有信心自己能够照顾好他/她。 

2. 只要我付出努力, 就可以解决生育子女过程中的大多数问题。 

3. 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负责任的父母。 

4. 我认为自己可以胜任养育孩子的任务。 

5. 我有信心能够克服养育孩子中的各种困难。 

6. 我有能力为自己的小孩提供优质的教育。 

补充分析 

表 S4  逐步回归对责任感知和生育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含控制变量) 

变量 
结果变量：生育意愿 结果变量：责任感知 结果变量：生育效能 结果变量：生育意愿 

β t LLCI ULCI β t LLCI ULCI β t LLCI ULCI β t LLCI ULCI

预测变量                 

理想子女数(他人) 0.19** 3.26 0.13 0.53 0.16** 2.96 0.14 0.72 0.25*** 4.21 0.15 0.41 0.01 0.27 −0.12 0.16

总和生育率变化幅度 0.18** 3.05 0.004 0.02 0.18** 3.24 0.01 0.03 0.18** 3.04 0.003 0.01 0.03 0.64 −0.003 0.01

中介变量                 

责任感知             0.37*** 6.00 0.16 0.32

生育效能             0.48*** 8.37 0.57 0.93

控制变量                 

性别 −0.31*** −5.06 −1.01 −0.44 −0.48*** −8.44 −2.15 −1.33 −0.30*** −4.93 −0.64 −0.28 0.02 0.36 −0.18 0.26

年龄 −0.03 −0.44 −0.07 0.05 −0.05 −0.80 −0.12 0.05 −0.11 −1.52 −0.07 0.01 0.04 0.86 −0.02 0.06

教育程度 0.002 0.03 −0.23 0.23 −0.06 −1.15 −0.52 0.14 −0.06 −0.94 −0.22 0.08 0.05 1.32 −0.05 0.26

年收入 0.15* 2.19 0.02 0.37 0.01 0.18 −0.23 0.28 0.10 1.45 −0.03 0.20 0.10* 2.11 0.01 0.25

恋爱 0.22*** 3.59 0.23 0.78 0.10 1.71 −0.05 0.74 0.16** 2.62 0.06 0.42 0.10* 2.54 0.05 0.43

已婚 0.17** 2.90 0.30 1.58 0.03 0.57 −0.65 1.18 0.09 1.42 −0.12 0.71 0.12** 3.01 0.23 1.08

兄弟姐妹数量 0.04 0.63 −0.11 0.21 −0.01 −0.24 −0.26 0.20 −0.07 −1.24 −0.17 0.04 0.08 1.97 −0.0002 0.22

控制感(收入) 0.04 0.57 −0.14 0.26 0.05 0.75 −0.18 0.40 0.15* 2.02* 0.003 0.26 −0.05 −1.00 −0.20 0.07

控制感(工作/教育) −0.12 −1.68 −0.34 0.03 −0.06 −0.87 −0.38 0.15 −0.09 −1.36 −0.20 0.04 −0.05 −1.07 −0.19 0.06

控制感(住房) −0.02 −0.31 −0.19 0.14 0.08 1.23 −0.09 0.37 0.09 1.27 −0.04 0.17 −0.09* −2.02 −0.22 −0.003

控制感(健康) 0.10 1.69 −0.02 0.30 0.17** 3.08 0.13 0.59 0.07 1.15 −0.04 0.17 0.003 0.08 −0.11 0.11

控制感(婚姻) −0.02 −0.38 −0.15 0.10 −0.07 −1.14 −0.28 0.07 −0.005 −0.07 −0.08 0.08 0.003 0.08 −0.08 0.09

Adj-R2 0.30 0.38 0.29 0.69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